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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媒介策略是決定社會抗爭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通過對2009–2014

年間發生的40起群體性事件的綜合分析以及對其中兩個代表性案

例—番禺事件與烏坎事件—的個案比較，本文試圖考察在中國特

定的媒介和政治生態下，環保和徵地抗爭的行動者是如何根據不同階

段的行動目標—早期的共識動員、中期的行動動員、晚期的社會動

員—在媒介化抗爭、連結性領導力、媒介互激與循環這三大媒介策

略中做出明智的選擇與切換。根據研究發現，本文重點討論了新媒體

在行動者與主流媒體博弈中發揮的作用，指出未來的抗爭必須更加重

視新舊媒體之間的合縱連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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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a strategy is a key factor in shaping the outcomes of social contention. 

Based on a meta-analysis of 40 mass incidents from 2009 to 2014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well-recognized cases (i.e., the Panyu and Wukan 

incidents), we situated our study in China’s particular media and political 

ecology. We analyzed the micro-processes in which the environmental and land 

requisition protesters in these incidents used three distinct media strategies (i.e., 

mediated contention, connective leadership, and media co-empowerment and 

circulation) for different purpos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collective action (i.e., 

consensus mobiliz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action mobilization in the middle 

stage,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in the late stage). We also discuss the functions 

of new media in the game playing between activists and mainstream media. We 

suggest that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media will play a greater 

role in future social co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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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抗爭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社會學的基本

問題（于建嶸，2010）。中國社科院的統計數據顯示，參與人數過百的

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的8,700個，飈升到2004年的74,000個（中國社科

院，2005）。而這個數字在2006年升至9萬，此後每年都超過10萬。其

中，環境保護和徵地拆遷分別是導致中國城鎮和農村群體性事件的主

因（中國社科院，2013），因此環保和徵地抗爭也成為學術研究的熱

點。隨著研究個案的不斷累積，學術界得以探究決定中國社會抗爭成

敗的普遍性因素。社會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科的現有研究凸顯了

行動策略和話語策略這兩大要素的作用。關於行動策略，研究者提出

了「依法抗爭」（O’Brien & Li, 2006）、「以法抗爭」（于建嶸，2004）、「依

勢抗爭」（董海軍，2008）、「以死抗爭」（徐昕，2008）、「以身抗爭」（王

洪偉，2010）、「表演式抗爭」（黃振輝，2011）等一系列概念。針對話

語策略，西方學者關於集體行動框架的研究成果（Benford & Snow, 

2000）被廣泛用於分析中國的抗爭性話語（黎相宜，2009；夏瑛，
2014），研究者還專門討論了中國獨特文化資源對話語的改造（鄭雯、

黃榮貴、桂勇，2015）。

與西方社會政治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組織專業化、動員職業化、訴

求政治化」的運動風潮不同，中國的社會抗爭具有鮮明的「無組織、非

專業、去政治」特徵（劉能，2009；羅興佐，2013）。群體性事件的組織

動員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媒介，而媒介化程度—具體表現為行動者

的媒介使用度、媒體關注度與報道度、網絡熱搜度與討論度等—已

然成為判斷社會抗爭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因此，媒介策略理應成為

群體性事件「成功套餐」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身處媒介化社會，抗

爭者的言（話語策略）行（行動策略）與媒介之間的勾連日益密切，這就

更加凸顯媒介策略的研究價值。對其展開考察，不僅要關注媒介「場

域」（media field）內新聞工作者是如何報道社會抗爭的，更要關注媒介

「場域」外人們是如何利用媒介資源以輔助實施社會抗爭的話語策略和

行動策略（Chadwick, 2013）。

相比於其他學科對行動策略和話語策略的研究，傳播學界對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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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研究，起步更晚、成果有限，在概念層面也少有建樹，遑論機

制總結。因此，我們決定選取訴求迥異、參與者不同、發展軌跡不盡

相同的環保和徵地群體性事件來進行綜合比較，考察其媒介策略的相

同或相異之處，分析媒介策略是如何在抗爭的不同階段輔助行動者實

現共識動員、行動動員和社會動員等不同目標，並在此基礎上討論新

舊媒體聯手推動抗爭性政治成功的內在機制。我們希望，本研究不僅

能勾勒出2009–2014年間中國社會抗爭的媒介化圖景，為相關研究者提

供歷史性資料，還可以將近年來學術界關於媒介策略的零散討論整合

成一個相對成熟的概念化框架，為後繼研究者提供理論工具。

文獻綜述

媒介策略

所謂媒介策略，即行動者在特定的媒介生態中為實現抗爭目標對

媒介資源進行動員和整合的過程。媒介策略與西方社會運動研究的「資

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Freeman, 1979; McCarthy & Zald, 

1977; Tilly, 1978）一脈相承，它強調抗爭是理性的、是為了實現抗爭目

標而不斷調整的策略性行為。該理論認為，抗爭資源應包括土地、資

本、人力、傳播工具和技能（Jenkins, 1983）。我們認為，作為抗爭資源

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資源不僅包含傳播工具（例如社交媒體、報刊、

電視、廣播等），還包括行動者的媒介技能 / 素養以及所能調動的媒體

人脈資源。尤為關鍵的是，媒介資源的動員和整合必須在特定的媒介

生態中展開—如果不在宏觀層面上考察中國抗爭者所處的媒介生態

（例如媒體審查制度、媒體雙軌制、新聞雙重性、「牆」內外輿論空間的

互嵌等），我們就很難理解行動者媒介策略的動機和效果。

鄭雯和黃榮貴（2016：47）提出了「媒介邏輯」來概括「整個媒介生

態對抗爭的影響」，並將之分為內容邏輯、技術邏輯和制度邏輯三大部

分。我們的研究則關注行動者在特定媒介生態中，是如何動員整合各

種媒介工具、媒介技能 / 素養和媒體人脈資源來展開傳播實踐，實現不

同階段的抗爭目標。具體而言，我們將從大眾媒體主導的「媒介化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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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社交媒體主導的「連接性領導力」以及新舊媒體共同主導的「媒介

互激與循環」這三個分析框架對中國抗爭者的媒介策略進行梳理和總結。

媒介化抗爭

在社會運動常態化的西方，主流媒體對社會抗爭的報道也基本常

規化：在宏觀因素（包括意識形態、社會文化等）、中觀因素（包括組織

特徵、管理制度等）和微觀因素（包括記者的個人特徵、新聞價值觀等）

的綜合影響下，主流媒體試圖從更廣義的社會情境出發解讀集體行

動、實現社會整合（綜述參見Scheufele, 1999）。吉特林（Gitlin, 1980）

的經典研究顯示，主流媒體的選擇性報道造就並最終破壞了美國1960

年代的新左派運動。在媒介霸權和新聞專業主義的作用下，西方社會

抗爭的行動者與媒介進行博弈的空間不斷縮小。

由於中國社會抗爭大多是「非專業化」的，行動者與媒介之間的不

平等關係更加顯著。行動者不但需要吸引媒介報道來擴大影響，更需

要「媒介抗爭專家」來幫助他們實現共識動員（孫瑋，2007）、行動動員

（呂德文，2012）和社會動員（陳天祥、金娟、胡三明，2013）。媒介邏

輯成為抗爭的指導性邏輯，越來越多的抗爭從「上訴」、「上訪」轉向「上

報」、「上網」，媒介化抗爭應運而生（鄭雯，2015）。以2010年9月發生

的宜黃拆遷事件為例，呂德文和鄭雯分別展開的兩項研究都考察了媒

介是如何將鍾家人的個體抗爭升級為「要求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發動制

度變革的專業化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呂德文，2012：129），演繹出「抗

爭政治」（鄭雯，2015）。他們借用了西方學者的概念化工具，比如「公

開、參與、共意凝聚」（Michailidou, 2010）來分析媒介化抗爭的過程，

以及「界限激活、居間聯絡、動員–遣散」（蒂利、塔羅，2010）來分析

媒介化抗爭的機制。兩位研究者都冷靜地認識到，大眾媒介作為中國

的「新興權利階層」，不遺餘力地對釘子戶的底層抗爭給予「專業化」指

導，本質上是脫離了國家體制、日趨市場化的媒介嘗試進行「反體制的

體制重建」。可以想見，隨著政府對意識形態管制的收緊，大眾媒介扮

演抗爭專家的機會必然越來越少，更多的時候只能回歸到耳目喉舌的

傳統角色，媒介化抗爭或將式微（陳鵬、臧雷振，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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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性領導力

相比於媒介化抗爭所天然具有的精英視角（即，聚焦於大眾媒體對

事件的呈現），連結性領導力則從底層視角出發，聚焦於行動者通過社

交媒體（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 ICT新媒體）所展開的自主傳播實踐。對

於行動者來說，新媒體不僅是信息分享和討論的平台，更是共識動員

和行動動員的工具，關於這一點，前人之述備矣（綜述可參見Garrett, 

2006; Huang & Sun, 2014）。值得探討的是，在中國「網絡威權主義」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MacKinnon, 2011）的大背景下，同樣受到

越來越嚴密管制的新媒體是如何被行動者用來爭取更大的活動空間？

從阿拉伯之春到佔領華爾街運動，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越來

越突破信息傳播媒介的局限，而成為社會運動組織結構的一部分（Diani, 

2015）。班尼特和塞格柏格（Bennett & Segerberg, 2012）使用連結性行動

（connective action）這一概念來替代傳統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概

念，強調自發性的分享行為本身在經過「整合」後具備了組織的特徵，

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社會運動組織。但是，目前西方學者對於「誰來

主導整合」有著不同的側重。班尼特和塞格伯格認為信息分享的過程就

是信息整合的過程：基於大規模數字媒體網絡的個性化分享可以自發

地、 有機地完成「生產」（production）、「打撈」（curation）以及「聚合」

（integration）的功能（Bennett, Segerberg, & Walker, 2014），使社會運動

在三個層面上具備組織的特性，即，「應對外部危機」、「資源動員」 

以及「長期地自我調整」。值得一提的是，他們（Bennett & Segerberg, 

2014）並不否認在某些行動網絡中一小部分行動者完成了內容「生產」和

「聚合」的大部分工作，例如美國反網絡知識產權保護法運動（Stop 

Online Piracy Act and Protect IP Act）中大部分網絡內容呈現出長尾形

狀。而不少歐洲學者（如Della & Valeriani, 2014; Gerbaudo, 2012, 2016; 

Poell, et. al., 2016）則認為「整合」並不是自發地由分享行為本身完成，

而是由新媒體骨幹分子策略性地主導完成的。他們反對使用「無領 

導」（leaderless）、「自發性」（spontaneity）以及「扁平化」（horizontalization）

的說法，並提出「連接性領導人」（connective leaders）和「數碼先鋒隊」

（digital vanguards）等概念來指代新媒體抗爭領袖。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176

我們認為，雖然中國不少網絡原發的群體性事件（如郭美美事件）

呈現出由信息分享實現信息整合的特點—天南海北的「鍵盤俠」一擁

而上，熱鬧過後又悄然退場—但伴隨線下抗爭的線上行動大多離不

開「連接性領導人」對新媒體資源的整合。他們往往依靠業主QQ群、

社區論壇、微博和微信等「融合性社區媒介」來完成組織動員（王斌、古

俊生，2014）。我們認為這種整合就是社交媒體主導的媒介策略，即

「連接性領導力」（connective leadership）。其「連接性」體現在以下兩個

方面：一，實現跨平台、跨網絡的信息聚合，這包含連接不同的新媒

體平台、連接數字網絡中分散各處的行動團體、連接線上和線下行動

者，以及連接以宗族、家族為基礎的傳統人際網絡與虛擬人際網絡

（Della & Valeriani, 2014）；二，將當地行動網絡與跨國行動網絡實現有

效的對接：由於威權國家的抗爭者經常面臨信息封鎖和監控，他們尤

其需要動員國際力量繞過封鎖，這在阿拉伯之春中表現的尤為明顯

（Howard & Hussain, 2013）。而「連接性領導力」的「領導力」則體現在以

下兩個方面：一，核心分子利用抗爭官方賬號選擇性地發布線下抗爭

的相關信息（Gerbaudo, 2016）；二，將抗爭品牌化（branding），一方面

將抗爭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鼓勵每一個行動者建立個人與抗爭

的私人化的關聯（Poell et. al., 2016），另一方面在眾包（crowd sourcing）

的基礎之上決定最終的行動策略，構建既開放又一致的行動框架（Yang, 

2016）。我們將在個案深描中詳細分析新媒體主導的媒體策略「連接性

領導力」是如何在中國的語境下發揮作用的。

媒介互激與循環

媒介策略不僅局限於行動者對新媒體的自發使用，還包括行動者

策略性地使用新媒體來激發傳統媒體的回應與共鳴。在新媒體上發布

信息，引發熱烈圍觀、形成熱點話題，進而吸引傳統媒體的關注，這

種先「上網」再「上報」的做法，是中國社會抗爭中常見的媒介路線。在

抗爭的關鍵時期，新舊媒體之間往往互相援引、形成「媒介循環」，通

過疊加效應設置公眾和政府議程（曾繁旭、戴佳、王宇琦，2014）。然

而，當某個新媒體事件被納入主流媒體報道之後，缺乏新意的同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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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獲得再次關注的幾率就將減少，這種「範式訂定」效應（李立峯，
2009）使得行動者必須不斷創新表演劇目，「表演式抗爭」應運而生（黃

振輝，2011）。草根行動者往往會採取極端化行為（比如賣身、跳樓、

自焚等），但隨著表演越來越極端，社會大眾就越來越麻木，邊際效益

遞減，媒介策略最終失敗。而具有較高媒介素養的城市中產階級卻能

通過有創意的「行為藝術」引發網絡關注，與主流媒體形成互激效應（黃

煜、曾繁旭，2011）。不過這種媒介策略的成功與否，除了與行動者本

身的能力有關，還受到媒介體系和媒體公民社會的影響。同樣是垃圾

焚燒抗爭，番禺事件因為廣州媒介市場化程度高、媒體公民社會成熟

而形成了有效的新舊媒體互激，而三里屯事件則因北京在上述方面相

對較弱，未能形成互激效應。

研究問題與假設

社會變遷是影響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的一大宏觀因素（趙鼎新，
2006）。正如前文所述，只有將抗爭者的媒介策略放入變遷中的媒介生

態中考察，我們才能準確把握這種變遷將如何影響到群體性事件的媒

介呈現，並進一步地影響到行動者的媒介策略。近年來中國媒介生態

變遷的最顯著特徵就是執政黨對所有媒體的輿論管控不斷加強（王夢

瑤、胡泳，2016）。習近平在2016年2月19日主持召開新聞輿論工作座

談會上指出：不僅「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

姓黨」，「都市類報刊、新媒體也要講導向」，「娛樂類、社會類新聞也

要講導向」。黨報黨刊與市場化媒體之間、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原本

存在的報道差異被逐漸抹平，這就更加凸顯了「牆」內外媒體（即，大陸

媒體與海外中文媒體）在輿論自由度上的顯著差異。國際媒體是媒介生

態中的不可忽略的組成部分—阿拉伯之春中的抗議者用Twitter發布

抗爭訊息，吸引國際媒體Al-Jazeera的參與，從而繞過國內的信息封

鎖， 構建了「泛阿拉伯」 抗爭空間（Tufekci & Wilson, 2012; Poell, 

2014）。在中國，「牆」內外媒體差異是否能給行動者帶來媒介資源，構

建「泛中華」抗爭空間？首先，我們需要通過以下幾個假設來檢驗「牆」

內外媒體差異在報道環保與徵地群體性事件上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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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牆」內外媒體的報道方式存在顯著差異：大陸媒體更傾向於

轉載（官方通告、新聞通稿等）而非原創，海外媒體則反之。
H2：「牆」內外媒體的報道對象存在顯著差異：大陸媒體更願意報

道不挑戰「政權合法性」、相對安全的環保抗爭而非徵地抗爭，海外媒

體則反之。
H3：「牆」內外媒體的報道框架存在顯著差異：大陸媒體會更多地

使用強調和諧的「對話」框架、更少地使用強調衝突的「對抗」框架，海

外媒體則反之。

基於上述研究假設，我們試圖回答一個研究問題：大陸媒體和海外

媒體的差異化報道將對行動者的媒介策略產生何種宏觀層面的影響？

如果把媒介化抗爭、連結性領導力、媒介互激與循環這三大媒介

策略與社會抗爭在不同階段的不同目標（即，早期的共識動員、中期的

行動動員和晚期的社會動員）相比照，不難發現，兩者在時序上存在合

乎邏輯的內在對應關係。在中國，早期的共識動員必須是「非組織化」

的「地下行動」，如果提前曝光，則有關部門的介入將使抗爭戛然而

止。因此，行動者通過網絡論壇、QQ群、微信群等低成本的社交媒體

平台發揮其「連接性領導力」，聚合分散的力量、形成集體的共識、構

建虛擬的組織。在中期，為了實現集體行動（如靜坐示威、集體上訪、

遊行散步等）的動員與造勢，行動者必須同時使用新媒體和傳統媒體，

通過兩者的互激與循環來鼓舞士氣、吸引關注、擴大影響。在晚期，

為了使特定群體特定訴求的抗爭升華為全社會共同的社會運動，則應

充分發揮媒介抗爭專家的作用，通過媒介化抗爭將事件報道升級為凱

爾納（Kellner, 2003）所定義的「媒介奇觀」（media spectacle）。為了證明

上述推測，我們將選取發生在同一省份、且都取得標誌性成功的兩個

案例— 2009年番禺垃圾焚燒事件和2011年烏坎徵地事件—來進

行個案比較，分析在事件發展的不同階段，行動者是如何在三大策略

之間做出明智的選擇與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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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採集

政治學和社會學對中國社會抗爭的研究早已突破了個案分析的局

限，通過縱橫比較大量案例，來回答問題、發展理論。比如蔡永順

（Cai, 2010）搜集了1994–2007年間在27個省發生的266起群體性事件，

從政治機會結構的角度進行分析，指出行動者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是抗爭

成功的關鍵。奧布萊恩和李連江（O’Brien & Li, 2006）對1994–2004年間

中國農村的集體行動進行考察，認為中國的行動者擅長利用當權者的話

語體系在國家權力與地方權力之間尋找空隙和分歧，來伸張自己的權

益。相比之下，傳播學界對社會抗爭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個案深描階段，

但近年來也有零星的綜合研究，如鄭雯等人（2015; 2016）對拆遷抗爭中

媒介邏輯的多案例分析、楊雲康（Yang, 2016）對新媒體與議題機會結構

的多案例分析。作為一種新的研究嘗試，我們希望將多案例綜合分析與

個案深描比較結合起來，對群體性事件的媒介策略展開深入考察。

為了進行多案例綜合分析，我們使用LexisNexis Academic和慧科

新聞這兩大數據庫，以environmental、land、protest、China，或環保、

徵地、衝突、群體為關鍵詞，搜索2009–2014年間發生在中國並被中外

媒體報道的群體性事件，共搜集到22起環保事件和18起徵地事件，1
 

以及相關的4,167篇中文報道。兩位研究生經過培訓後，對40篇新聞報

道（20篇內地、20篇海外，環保與徵地報道各半）進行試分析，兩人之

間的 inter-coder reliability達到83%，針對雙方存在歧義的項目，經我們

共同討論後修訂編碼指引。然後，兩位研究生對4,167條新聞報道進行

正式編碼。具體項目包括：發布時間、篇幅、原創性（原創報道 vs. 轉

發官方通稿、轉載新聞通稿等）、報道主題（徵地 vs. 環保）、以及報道

框架（對抗 vs. 對話 vs. 其他）。其中前四項無需贅言，關於最後一

項—報道框架—我們規定如果報道聚焦於對抗性場景（比如民眾

遊行示威、官方維穩鎮壓等）或話語（比如民眾對相關企業、社會機構

或政府部門的指控、官方對群體性事件的負面評價等）就編碼為「對

抗」，如果報道聚焦於相關各方之間的談判與互動（比如聽證會、座談

會、現場考察等）就編碼為「對話」，如果無法判斷或與上述無關，則編

碼為「其他」。上述內容分析的數據，將主要用於驗證H1、H2、H3，並

回答相應的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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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比較徵地與環保的代表性案例，我們選取同樣發生在廣

東的2009番禺事件和2011烏坎事件進行個案深描。相關數據來自新媒

體（論壇、QQ群、微博等）、傳統媒體（從慧科新聞檢索出海內外媒體

的相關報道）、行動者訪談、參與式觀察以及田野調查。2
 個案比較旨

在考察行動者是如何在媒介化抗爭、連結性領導力、媒介互激與循環

這三大策略之間做出明智的選擇與切換。

徵地與環保抗爭的多案例綜合分析

2009–2014這六年間，大陸和海外媒體對徵地和環保群體性事件的

新聞報道數量一直起伏不定（表一）。有些年份報道密集，有些年份卻

很少甚至沒有報道。社科院每年發布的藍皮書顯示，這兩類群體性事

件年年高發，在某些年份被媒體「集體遺忘」，理應不是巧合，必然和

媒介管制有較大關聯。近年來，新聞管控的「紅線」越來越難以捉摸，

往往因事而異、因時而異，而且宣傳部門的「旨意」多以口頭形式下

達，很難有固定成文的規定。對於大陸媒體從業者來說，報道群體性

事件就像一次次打「擦邊球」的冒險，有些球能安全過網，有些卻被中

途攔截，這種「度」的把握充滿隨機性（張志安，2013）。對於海外媒體

來說，進入中國採訪本身就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冒險，各級政府為了攔

截海外記者用盡「十八般武藝」，報道最終能否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

決於運氣。因此，無論是大陸還是海外媒體，對群體性事件的報道數

量很難維持一個穩定的水平，上下起伏在所難免。

表一　2009–2014年期間群體性事件所吸引的媒介報道量

大陸媒體 海外媒體

環保 徵地 環保 徵地
年份 篇數 原創 篇數 原創 篇數 原創 篇數 原創
2009 978 139 / / 67 53 / /

2010 / / 191 30 / / 31 15

2011 227 61 486 70 81 81 514 451

2012 176 35 / / 85 68 / /

2013 234 23 6 3 88 29 3 2

2014 398 53 410 27 157 32 35 19

總計 2,013 311 1,093 130 478 263 583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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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與海外媒體報道方式（原創 vs. 轉載）之比較（H1）

對比表一中大陸媒體與海外媒體數據，我們看到，2009–2014這六

年間發生的40起事件共吸引了大陸媒體總計3,106篇報道（平均78

篇）、海外媒體總計1,061篇報道（平均27篇）。儘管從絕對數量上來，

大陸媒體的報道量遠高於海外媒體，但前者有85.8%系重複轉載的官方

通告或央媒通稿，將之剔除後，僅剩下441篇（平均11篇）；而海外媒

體的重複轉載率僅有29.3%，將之剔除後，仍剩下750篇（平均19篇）。

大陸媒體的轉載率遠多於海外媒體，海外媒體的原創率遠高於大陸媒

體（X
2
 (1, N = 4,167) = 1,193.11, p < .001）。H1得到了支持。

大陸與海外媒體報道對象（環保 vs. 徵地）之比較（H2）

對比大陸與海外媒體對不同訴求群體性事件的報道量，我們得到

相映成趣的兩大發現：一，大陸媒體對環保事件的報道量高於徵地事

件，平均而言，每起環保事件吸引的大陸媒體報道量為92篇（14篇原

創報道），而每起徵地事件吸引的大陸媒體報道量為61篇（7篇原創報

道）。二，海外媒體對徵地事件的報道量高於環保事件，平均而言，每

起徵地事件吸引的海外媒體報道是32篇（27篇原創），而每起環保事件

吸引的海外媒體報道為22篇（12篇原創）。遺憾的是，儘管「牆」內外媒

體對兩類事件的原創報道量存在成倍差異，但在統計學上都不具有顯

著性（大陸媒體：t (38) = 1.45, p > .05；海外媒體：t (17) = 0.61, p > 

.05），H2未能得到充分支持。

大陸與海外媒體報道框架（對話 vs. 對抗）之比較（H3）

如表二所示，大陸媒體的原創報道使用「對話」框架的幾率（56.9%）

遠高於海外媒體（26.1%），而使用「對抗」框架的幾率（12.5%）則遠低於

海外媒體（54%），兩者差異具有統計顯著性（X
2
 (2, N = 1,191) = 207.56, 

p < .001）。進一步的比較顯示，大陸與海外媒體之間的框架差異，無

論在環保事件（X
2
 (2, N = 574) = 225.17, p < .001）還是徵地事件（X

2
 (2, 

N = 617) = 21.91, p < .001）中，表現都是一致的，且具有統計顯著性。
H3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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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大陸與海外媒體原創報道框架之比較

對話 對抗 其他
大陸媒體（n = 441） 56.9% 12.5% 30.6%

海外媒體（n = 750） 26.1% 54% 19.9%

環保事件
對話 對抗 其他

大陸媒體（n = 311） 61.9% 7.4% 31.5%

海外媒體（n = 263） 17.1% 66.5% 16.3%

徵地事件
對話 對抗 其他

大陸媒體（n = 130） 46.9% 24.6% 28.5%

海外媒體（n = 487） 31.0% 47.2% 21.8%

「牆」內外報道差異對行動者媒介策略的影響

綜合上述比較，我們發現，「牆」內外媒體在報道方式、報道對象

和報道框架上存在顯著的差異：在報道方式上，海外媒體「做新聞」，

發布大量自己採編的原創報道，而大陸媒體「做宣傳」，轉載大量的新

聞通稿和官方通報；在報道對象上，大陸媒體對環保事件的原創報道

量是徵地事件的兩倍，海外媒體對徵地事件的原創報道量則是環保事

件的兩倍多；在報道框架上，大陸媒體更傾向於使用對話框架，而海

外媒體更傾向於使用對抗框架。

學者們認為媒介對社會抗爭的報道是一種「反體制的體制重建」（呂

德文，2012；鄭雯，2015）。現階段，這種「體制重建」無論如何都必須

在體制容忍的範圍內嘗試。為了避免觸碰「紅線」，大陸媒體記者必須

小心翼翼地選擇報道方式、報道對象和報道框架。環保事件雖然是由

於少數人利益受損而爆發，卻能喚醒全社會的環保意識，從而演變成

順應時代潮流且符合「可續持續發展」國策的環保運動（童志鋒，
2009），這正符合「反體制的體制重建」的邏輯。李立峯（2009）在香港

觀察到，「範式訂定」使得事件常規化，並因此導致後繼發生的同類事

件無法再次吸引媒介關注。然而，在近年來大陸媒介管制不斷收緊的

趨勢下，「內化」的自我審查逐漸凌駕於新聞從業者的職業理想之上，

另一種「安全範式訂定」效應出現了：媒介傾向於更多地報道曾經出現

過成功案例、其新聞生產範式能夠被安全複製的抗爭類型。過去十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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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環保事件報道已經訂定了多個安全範式，比如PX（廈門事件訂定

了安全範式）和垃圾焚燒（番禺事件訂定了安全範式），只要後繼發生的

同類事件可以納入到這個範式中來，媒介就會樂於跟進，並在報道中

強調新事件與範式事件之間的聯繫。

徵地事件雖然和公民天賦的權利相關，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演變

成「新農民運動」甚至新一輪的「打土豪、分田地」（Lagerkvist, 2015），

給政權合法性帶來挑戰。因為找不到徵地事件報道的安全範式，大陸

媒體從業者寧願放棄「臨場發揮」、「邊緣突破」等具有冒險精神的嘗

試，更多地選擇不報道或轉發官方通告、轉載中央媒體通稿。由於西

方社會的環保運動已經相當成熟而徵地抗爭卻非常鮮見，且中國的徵

地抗爭往往會引發官民雙方的暴力衝突並上演極具特色的社會劇目，

「隔岸觀火」的海外媒體對後者的報道熱情會顯著高於前者。當大陸媒

體謹小慎微地退回到「宣傳式報道」的安全線內，海外媒體卻從最原始

的新聞規律出發，或派出記者到現場採訪或依據網絡信息遠程編輯，

突出抗爭中鮮活而富有衝突性、戲劇性或人情味的場景與話語，滿足

海外受眾的需求。

隨著中國媒體管制的全面收緊，這種「牆」內外報道差異為行動者

提供了僅有的媒介博弈空間，並勢必在宏觀層面影響行動者的媒介策

略抉擇，形成媒介路徑依賴。相對於環保抗爭，徵地抗爭的行動者應

更重視挖掘海外媒體資源，走「曲線救國」、「新聞出口轉內銷」的媒介

化抗爭道路，但這種挖掘必須要把握好度，要避免海外媒體將抗爭過

度解讀為「反體制」的暴動甚至革命。相對於徵地抗爭，環保抗爭的行

動者應更多地利用大陸媒體資源，如果能將自己的抗爭包裹在已有的

安全範式內，則成功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

環保與徵地抗爭的個案比較

在我們搜集的40起徵地與環保事件中，2009年番禺事件（環保）與
2011年烏坎事件（徵地）分別被評為當年最具有影響力的群體性事件，3 

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可比性。如果能透過兩起事件的不同點找到其共通

點，就能揭示出媒介策略在社會抗爭不同階段發揮作用的內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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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比較

表三總結了兩起事件在背景上的相同和相異之處。相同之處主要

有兩點：一，發生地相同：都是發生在廣東。在全中國範圍來看，這

裏的媒介公民社會相對成熟、媒體構成相對更多元、媒介管制相對較

弱、從業者的專業主義精神相對較強。雖然一個在城市、一個在農

村，但中國的新聞報道與輿論監督在本省範圍基本相同。烏坎這個小

漁村雖然遠離省府廣州，但2011年9月21日遊行之後，除了汕尾本地

媒體，省級媒體（《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南方農村報》等）都有

記者前來採訪（不過報道未能刊發，統一變成官方通告），可見廣東省

媒體的覆蓋輻射能力在城市和農村是相當的。二，發生軌跡類似：都

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前期，番禺（2009.9.23–10.23） vs. 烏坎

（2009.6.21–2011.9.20），主要以內部動員達成共識為主；（2）中期，番

禺（2009.10.24–11.23） vs. 烏坎（2011.9.21–12.10），主要是通過集體行

動（集會、遊行、上訪、散步、簽名等）來表達訴求，實現行動動員；

（3）後期，番禺（2009.11.24–12.31） vs. 烏坎（2011.12.11–12.31），關鍵

性事件—番禺是2009年11月23日「散步」引起巨大關注並喊出「我

們不要被代表」這一標誌性口號，烏坎是2011年12月11日薛錦波猝

死—的發生，導致抗爭目標轉變，旨在通過更廣泛的社會動員為官

民博弈創造有利條件。

番禺與烏坎事件的相異之處也有兩點：一，訴求迥異、結果不

同：番禺事件的直接訴求是從鄰避主義（Not in My Backyard）出發的反

對建設垃圾焚燒廠，連帶訴求是從環保主義出發的提倡垃圾分類回收

利用。烏坎事件的直接訴求是從反腐維權出發的徹查徵地腐敗、追回

被賤賣的土地，連帶訴求是從政治改革出發的改選村委會、實現基層

民主。有趣的是，番禺事件的直接訴求實現了（垃圾焚燒廠改址），連

帶訴求任重道遠（垃圾分類仍未全面實施）；而烏坎事件的連帶訴求實

現了（重新投票選舉的村委會），而直接訴求任重道遠（被賤賣的土地難

以追回）。二，參與者迥異：番禺事件的參與者為受過高等教育、年齡

和社會經濟地位同質化（幾乎都是中青年白領）、社會資本充足（尤其是

在主流媒體中擁有很豐富的人脈）、熟諳新媒體的城市中產階級，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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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多次社區維權行動中積累了較豐富的鬥爭經驗。烏坎事件的參

與者大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年齡和社會經濟地位異質化（涵蓋老

中青等各種年齡層，既有青年返鄉農民工如莊烈宏和張建興、中年返

鄉創業者如楊色茂和薛錦波，也有德高望重的退休黨員如林祖鑾）、社

會資本有限（幾乎不具有主流媒體人脈）、初學新媒體的失地農民，他

們生活在海陸豐地區，深受潮汕文化和革命鬥爭傳統的影響。

表三　番禺與烏坎事件背景比較

番禺事件 烏坎事件

相同之處

發生地都在廣東

媒介公民社會相對成熟、媒介生態富有多樣性
媒介管制相對較弱、從業者專業主義精神較強

發生軌跡類似

前期：番禺（2009.9.23–10.23） vs. 烏坎（2009.6.21–2011.9.20）共識動員
中期：番禺（2009.10.24–11.23） vs. 烏坎（2011.9.21–12.10）行動動員
後期：番禺（2009.11.24–12.31） vs. 烏坎（2011.12.11–12.31）社會動員

相異之處

訴求迥異、結果不同

直接訴求：反對建設垃圾焚燒廠 直接訴求：追回被賤賣的土地
結果：實現 結果：未實現
連帶訴求：垃圾分類回收利用 連帶訴求：改選村委會
結果：未實現 結果：實現

參與者迥異

城市中產階級 失地農民
受過高等教育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年齡和社會經濟地位同質化 年齡和社會經濟地位異質化
社會資本充足 社會資本有限
熟諳新媒體 初學新媒體
維權經驗豐富 受潮汕文化和革命鬥爭傳統的影響

番禺與烏坎事件媒介報道之比較

我們對40起案例的綜合分析顯示，環保抗爭和徵地抗爭，因其對

政權合法性的挑戰程度不同，所引發的海內外媒介關注（媒體來源、媒

體報道量和報道框架）存在顯著的差異。這在番禺和烏坎事件的個案比

較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表四所示，大陸媒體對番禺事件的報道

（n = 228）遠遠多於海外媒體（n = 24），但大陸媒體的原創率（25.9%）卻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186

遠低於海外媒體（45.8%），兩者差異具有統計顯著性（X
2
 (1, N = 252) = 

4.28, p < .05）。海外媒體對烏坎事件的報道（n = 485）顯著多於大陸媒

體（n = 304），且原創率（89.9%）也大大高於大陸媒體（18.1%），兩者差

異具有統計顯著性（X
2
 (1, N = 789) = 409.89, p < .001）。

表四　番禺事件與烏坎事件媒介報道之比較

番禺事件 烏坎事件

海內外

媒體原

創率之

比較

原創 轉載 原創 轉載
大陸媒體 

（n = 228）
25.9% 74.1%

大陸媒體 

（n = 304）
18.1% 81.9%

海外媒體 

（n = 24）
45.8% 54.2%

海外媒體 

（n = 485）
89.9% 10.1%

海內外

媒體不

同階段

報道量

之比較

早期 中期 後期 早期 中期 後期
大陸媒體 

（n = 228）
6.6% 43.9% 49.6%

大陸媒體 

（n = 304）
/ 12.5% 87.5%

海外媒體 

（n = 24）
4.2% 20.9% 75%

海外媒體 

（n = 485）
/ 15.9% 84.1%

海內外

媒體報

道框架

之比較

對話 對抗 其他 對話 對抗 其他
大陸媒體 

（n = 59）
74.6% 15.3% 10.1%

大陸媒體 

（n = 55）
52.7% 10.9% 36.4%

海外媒體 

（n = 11）
9.1% 63.6% 27.2%

海外媒體 

（n = 436）
31.4% 45.6% 22.9%

從事件發展的不同階段來看，無論是大陸媒體還是海外媒體在兩

起事件發展的早期，都沒有進行充分的報道。大陸媒體從中期開始對

番禺事件進行持續跟進（43.9%），到後期達到高潮（49.6%），海外媒體

也是後期才「火力全開」（75%）。而烏坎事件，大陸媒體（12.5%）和海

外媒體（15.9%）在中期的報道量開始增加，但一直等到抗爭最膠著最戲

劇性的後期才全面跟進（大陸媒體87.5%，海外媒體84.1%）。

再來看報道框架，儘管兩起事件訴求迥異、抗爭的衝突程度也大

不相同（番禺溫和、烏坎激烈），大陸媒體採用「對話」的比率遠高於海

外媒體（番禺事件大陸媒體74.6%採用「對話」框架，海外媒體僅9.1%

採用「對話」框架；烏坎事件大陸媒體52.7%採用「對話」框架，海外媒

體僅31.4%採用「對話」框架），海外媒體採用對抗框架的比率遠高於大

陸媒體（番禺事件海外媒體63.6%採用「對抗」框架，大陸媒體僅15.3%

採用「對抗」框架；烏坎事件海外媒體45.6%採用「對抗」框架，大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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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僅10.9%採用「對抗」框架）。大陸和海外媒體在報道框架上存在顯著

差異（番禺事件：X
2
 (2, N = 70) = 17.79, p < .001；烏坎事件：X

2
 (2, N 

= 581) = 24.27, p < .001）。毫無疑問，海內外媒體從各自角度出發對番

禺和烏坎事件進行了選擇性報道。

番禺與烏坎行動者的媒介策略之比較

現階段中國社會抗爭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媒介關注，

但我們的數據又證明，無論是大陸還是海外媒體，選擇性報道在所難

免。然而行動者並非完全被動，在互聯網等 ICT技術提供的另類媒體

平台上，他們可以與傳統媒體展開良性博弈。在事件發展的早期、中

期和後期，番禺業主和烏坎村民採取了非常靈活的策略，調動各種媒

介以完成相應的共識動員、行動動員和社會動員任務。

I. 早期社交媒體主導的「連結性領導力」

番禺垃圾焚燒廠選址樓盤林立、人口稠密的會江村，僅周邊麗江

花園、碧桂園、雅居樂、南國奧園、錦綉香江、華南新城、海龍灣、

星河灣等大型樓盤的居民就超過30萬。要對如此龐大數量的人口進行

有效動員，並非易事。在抗爭早期，行動者致力於將原有的業主論

壇、QQ群等「融合性社區媒介」升級為信息分享、在線討論與行動策劃

的網絡大本營。社交媒體發揮了兩方面的「連接性」功能：一，在麗江

花園的業主論壇「江外江」4
 設立「垃圾焚燒專版」，將周邊眾多受影響

小區分散的討論集中在一起，形成最廣泛意義上的共識；二，建立「群

上群」，將眾多小區已有的QQ群串聯起來，與線下的「小區間聯合會

議」互為補充，提高利益共同體的決策效率。同時，社交媒體上自發湧

現了一批意見領袖（巴索風雲、櫻桃白、阿加西等），他們高質量的討

論為集體共識定下基調，他們在線上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然而，在接

受我們訪談時，他們卻一再強調「我們都是無組織的人」5
 （巴索風雲訪

談）、「我沒有領袖能力」（櫻桃白訪談）、「不是無組織而是不得有組

織。站在前面的人風險很大，一旦有什麼控制不了的事情，站在前面

的人就會成為責任人」（阿加西訪談）。在中國獨特的政治生態下，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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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為集體行動的實際領導人提供了掩護（這種掩護至少在網絡監管部

門還沒有介入的抗爭早期是非常有效的），使他們以「熱心網友」這一相

對安全的身份，影響著成百上千素未謀面的追隨者。

短短一個月番禺業主就完成了早期動員，並通過社交媒體策劃了

多次「連接性行動」，這必須歸功於之前累積的媒介資源：各小區都有

成熟的業主論壇和業主群、城市中產階級業主新媒體技能 / 素養相對

較高。相比之下，烏坎村民原有的媒介資源幾乎為零，不得不經過長

達兩年多的經營，才得以在村委會的嚴密監控之外建立一個以QQ群為

核心的「數碼先鋒隊」，從線上滲透至線下，完成早期動員，具體過程

如下：2009年2月，在外地打工的年青人「愛國者1號」建立了「烏坎熱

血青年團」（後改名「烏坎愛國青年團」）QQ群，號召大家把群號「發送

給你身邊的烏坎人！讓更多人加入進來，烏坎村才有希望取得勝利！」

該群在兩年內擴張成一個主群兩個副群，上千成員分散在珠三角甚至

全國各地，其中還包括不少烏坎在校中小學生。如果說番禺事件中社

交媒體的「連接性」主要表現為對已有資源的「串聯」與「聚合」，那麼烏

坎事件中的QQ群的「連接性」則是從零開始的資源「開發」與「建設」。

在那之前，烏坎村民既沒有渠道、也沒有熱情關注土地問題，是QQ群

提供了土地轉讓內部協議、政府批文、佔用耕地清單等必要信息，從

無到有建立了烏坎村民關於土地問題的共識。正如一位很早入群的村

民所言：「其實，光看網名，誰都不知道背後是誰。一個一萬多人的村

子，現實生活中認識的也不多……就是靠QQ群把人心籠絡起來的，很

多消息都是依靠群來發布。那時候政府還沒有監控，大家都是暢所欲

言。」有趣的是，烏坎事件早期QQ群創辦者和使用者都是十幾二十歲

的年青人，他們通過社交媒體實現了「領導力」的自覺。理論上來 

說，這批年青人或在外地打工、或仍在學校讀書，對土地問題的關切

度比不上在村裏成家立業的父母輩。但「人生易受性」（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McAdam, 1986）—即，在人生的某個階段，來自工作、

婚姻和家庭責任的牽掛與限制相對較少，參與社會運動的風險與成本

也相對較少—使他們比父母輩更敢於挑戰權力壓迫，同時他們也掌

握了父母輩所不具備的新媒體技能 / 素養，得以在互聯網這一傳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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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結構之外的虛擬空間展開行動。兩個常年在QQ群置頂的文件—

《國際人權公約》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更顯示出這批年輕領導者

試圖將抗爭「品牌化」的努力，即，將本村的土地問題塑造為一個既關

於人權又關乎國際反腐的「大事」。遺憾的是，這批年青人的「領導力」

未能從線上走到線下，他們通過QQ群策劃的幾次集體上訪都因為村委

會的封鎖未能成行。

II. 中期新舊媒體之間的「媒介互激與循環」

隨著鬥爭不斷深入，番禺業主和烏坎村民都需要不斷鼓舞士氣、

動員人們參與集體行動。番禺業主充分調動其人脈資源（事實上，有業

主本身就是媒體人士），將幾乎所有的廣州媒體都吸引過來，平均每天

有3篇相關報道。在官方信息不透明業主士氣低落的情况下，番禺業主

通過豐富多彩的「話語實驗」與「行為藝術」，不斷將新議題（比如李坑

垃圾焚燒廠的污染問題、垃圾焚燒背後的利益鏈等）和新劇目（比如網

友櫻桃白帶防毒面罩坐地鐵進廣州）通過互聯網輸送給大眾媒體人士，

通過後者的新聞報道「倒逼」官方予以回應。以「江外江論壇」為代表的

新媒體平台與熟諳官方口徑的傳統媒體之間的互激效應，設置了番禺

區乃至廣州市政府和民眾的議程，誘發了一波又一波的集體行動。

相比之下，烏坎村民與傳統媒體之間的合作可謂波折不斷。雖然

多次集體上訪以及劇烈的官民衝突吸引了一些大陸媒體前來採訪，但

報道要不未能刊出、要不歪曲事實，以至於村民懸掛橫幅批評媒體「報

道不客觀、造假新聞」。為了突破信息封鎖，村民不得不轉向替代性 

媒介：海外媒體和互聯網。利用地緣（毗鄰港澳）和鄉緣（海外有5,000

多烏坎僑胞）優勢，烏坎村民盡可能地聯繫海外媒體前來採訪，並在村

民領袖林祖鑾家附近租借一幢民宅設立新聞中心，提供食宿和網絡。

在烏坎抗爭中期，海外媒體發布了77篇報道，且絕大多數是原創，遠

超大陸媒體（38篇，大部分是通稿）。突破封鎖線的另一個陣地就是互

聯網。從外地返鄉參加抗爭的年輕人在網吧裏打起了「新聞仗」（吳吉

金訪談），帳號被「和諧」後再次申請，網絡斷掉之後再安裝，核心的成

員張建興先後註冊了「5個QQ帳號、7個微博帳號、4個Gmail帳號、4

個Skype帳號、2個Twitter帳號、N個手機號，加上Facebook、Blo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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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不斷直播烏坎鬥爭實况。番禺業主的新媒體實踐僅限於「use」

（使用），烏坎村民卻跨越到「do」（製作）階段。他們自籌捐款8,300元

從深圳華強北買來了攝像機，做起了公民記者，自己採訪、拍攝、編

輯完成了兩部時長約一小時的獨立紀錄片《烏坎！烏坎！》，並借助免

費的編輯軟件（繪聲繪影）改編Michael Jackson《地球之歌》，重新填詞

演唱《烏坎之歌》MV。這些自製媒體內容被傳上網、免費提供給媒體

記者，並在村內循環播放鼓舞士氣。

III. 後期傳統媒體主導的「媒介化抗爭」

番禺和烏坎抗爭在後期都進入高潮，但也都面臨一個非常棘手的

問題，即，與官方展開利益博弈。因此，行動者必須在傳統媒體這個

重要的官民對話平台上伸張抗爭的合法性，贏取社會民眾更廣泛的支

持與同情。番禺業主將事件的成功歸功於「傳統媒體近乎瘋狂的炒作」

（櫻桃白訪談）：大陸媒體平均每天有14篇報道，參與的媒體不僅限於

廣東省內媒體，《人民日報》、新華社、中新社、《中國青年報》等紛紛

撰寫評論，聲援番禺業主。一時間，番禺事件成為舉國矚目的「媒介奇

觀」，而番禺業主也被塑造為合理合法表達訴求爭取權益的「公民樣

本」。傳統媒體主導的媒介化抗爭之所以在番禺得以實現，則要歸功於

番禺業主靈活有彈性的媒介策略。正如網友mice99所言：「你封殺廣州

的媒體，你能封殺全國？全世界的媒體嗎？你能封殺網絡嗎？不斷的

製造新聞，這樣才能喚起更多民眾的注意。」

在抗爭後期，烏坎村民代表薛錦波的突然死亡引發一波又一波抗

議浪潮，蜂擁而至的海外媒體記者將烏坎塑造為一個神奇的「孤島」，

不遺餘力地予以報道（海外媒體平均每天有19篇報道，且大多都是原

創）。然而這種以海外媒體為主導的媒介化抗爭給烏坎村民帶來鼓舞的

同時，也帶來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負面影響。正如我們在多案

例綜合分析中已經指出來的，海外媒體往往傾向於誇大衝突，在烏坎

事件中尤為如此，有些甚至使用了「起義」和「造反」等敏感詞匯，使得

地方官員借機批評村民通過「三爛」（即，「爛媒體、爛報紙、爛網站」）

來「勾結海外勢力」。面對如此嚴重的指控，烏坎村民的處理方式顯示

出中國農民獨特的狡黠與智慧。他們借助自己的博客微博，不斷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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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是「依法抗爭」：「我們不是起義，我們不是反共，我們不是分裂國

家，我們是單純的土地問題」（張建興微博）、「我們就是簡單的土地問

題訴求，請市府和各界媒體不要再誇張我們的性質」（吳吉金微博）。同

時，他們在村中及網上貼出中英文版〈告媒體朋友書（To the media 

friends）〉：「烏坎村很高興可以見到這麼多的媒體人員，對於我村事

件，還請正面報道，避開『起義』、『起事』等字眼，我們不是起義，我

們擁護共產黨，我們愛國家。」據張建興回憶，英文版是他通過金山詞

霸翻譯獲得。在策略性地撇清與海外媒體關係的同時，他們又抓住了

「精英分裂」的政治機會，在省工作組進村開展工作前期，通過傳統媒

體表達姿態性地妥協與效忠。在抗爭後期，大陸媒體對烏坎事件的報

道量同樣很高（平均每天13篇），且大多採用溫和而富有建設性的對話

框架，為官民談判與利益博弈營造了和諧的氛圍。烏坎事件順利解決

後，林祖鑾表示這既歸功於「村民為了集體的利益高度的團結、高度的

協調、高度的組織性和遵守法律的自覺性」，也歸功於「媒體公開、公

正的報道，使全國以及境外引起的高度關注」。6
 這個面面俱到的總

結，恰恰證明了烏坎村民在海外媒體與大陸媒體之間「走鋼絲」式的周

旋是何其不易。

結論與討論

儘管近年來傳播學界對社會抗爭的研究蔚然成風，但與其他學科

相比，本學科的研究成果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究其原因有三：

一，研究視角單一，大多聚焦於媒介如何報道社會抗爭，較少關注行

動者如何使用媒介來進行社會抗爭；二，研究方法單薄，大多是個案

研究，很少多案例綜合比較分析；三，最重要的是，理論模式匱乏，

從其他學科借鑒大量理論，卻未能圍繞著本學科的核心命題提出有解

釋力的概念。有鑒於此，本文試圖通過多案例綜合比較環保與徵地抗

爭中行動者的媒介實踐，來凸顯媒介資源（媒介工具、媒介技能 / 素

養、媒介人脈等）在中國社會抗爭中的關鍵作用，從而在理論上將媒介

策略—行動者根據抗爭不同階段需要對媒介資源進行動員整合的全

過程—確立為與行動策略和話語策略同等重要的社會抗爭策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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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進一步提出了媒介化抗爭、連接性領導力和媒介互激與循環這三大

分析框架來分別指代傳統媒體主導、新媒體主導、新舊媒體媒體共生

的媒介策略。

在中國討論社會抗爭，一定離不開社會變遷。討論社會變遷，一

定離不開媒介生態變遷。近年來，國家對媒介實行全方位監控，在群

體性事件這種敏感話題的報道上，新聞媒體雙軌制所帶來的黨報黨刊

與市場化媒體之間的差異幾乎被抹平。因此，「牆」內外媒體報道差異

成為行動者必須善加利用的媒介資源。我們對2009–2014年期間發生的
40起案例的綜合分析以及對番禺和烏坎兩個代表性事件的個案比較顯

示，環保抗爭因為安全範式的存在而得到大陸媒體更多的報道，而海

外媒體則更熱衷於報道衝突強烈的徵地抗爭。安全範式不僅體現在大

陸媒體報道的選題上，還影響到報道的獨立性和框架。與海外媒體相

比，大陸媒體轉發官方通告或央媒通稿的比率高的驚人，「千報一面」

成為群體性事件報道的常態。而大陸媒體為數不多的原創報道也多採

用「對話」框架，把社會抗爭包裝成各方理性博弈的「願景」，化矛盾為

和諧。與之相反，海外媒體的原創報道則多採用「對抗」框架，「隔岸觀

火」，把中國的社會抗爭（尤其是徵地衝突）「炒作」成社會矛盾難以調

和的「起義」甚至「革命」。

「牆」內外媒體報道的兩極化，對中國社會抗爭的媒介策略產生了

根本性的影響。大陸媒體與海外媒體之間的報道差異為行動者提供了

媒介博弈空間：他們或者可以將訴求包裹在安全範式內以爭取大陸媒

體的關注；或者可以聯繫海外媒體，通過「新聞的出口轉內銷」來「曲線

救國」。但這種博弈極具風險：大陸媒體有可能選擇性忽視行動者的真

實訴求，而海外媒體則有可能選擇性誇大他們的真實訴求。為了突破

這種兩難之境，必須拓展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新型媒介資源。我們的

研究顯示，無論是媒介技能 / 素養成熟、媒介人脈強大的番禺業主，

還是媒介技能 / 素養有限、媒介人脈匱乏的烏坎村民都致力於使用新

媒體工具來優化媒介策略。儘管媒介化抗爭、連接性領導力和媒介互

激與循環這三大媒介策略分別主導了不同階段的社會抗爭，但新媒體

卻是貫穿始終的核心元素，具體表現為：在抗爭早期，行動者通過新

媒體的「連結性領導力」實現內部成員的共意凝聚；在抗爭中期，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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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過新媒體平台上的造勢「刺激」傳統媒體的報道，並通過新舊媒體

的循環傳播「倒逼」官方，鼓舞士氣；在抗爭後期，行動者通過新媒體

發出獨立的聲音，影響傳統媒體的報道框架、澄清傳統媒體的「過度解

讀」，贏取社會同情與官方信任。

在眾多發現中，尤為令我們興奮的是，烏坎村民在抗爭中展現出

來的「新媒體後發優勢」。毋庸置疑，以失地農民為主的烏坎村民最初

的新媒體技能 / 素養原本遠落後於番禺業主，但他們卻迸發出驚人的

創造力與行動力，比番禺業主更多、更好、更廣泛、更深入地利用 ICT

為抗爭服務。通過自我學習和分組合作，烏坎村民不僅使用新媒體

（use）來傳播信息，而且製作新媒體（do），利用廉價設備和免費軟件生

產出極具生命力UGC（user-generated content）音樂和視頻，可以視作

「新媒體賦權」的最佳證明。陳鵬、臧雷振（2015）基於全國農村樣本數

據的實證分析顯示，由於城鄉數字鴻溝的存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

媒體對於農民日常政治參與行為影響有限。然而，我們的研究卻顯

示，在突發性群體性事件中，強大的動機、有效的分工合作以及山寨

學習能力有可能促使城鄉數字鴻溝被迅速填平甚至反超。

儘管新媒體已然滲透到中國社會抗爭媒介策略的各個環節，但我

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新媒體並非萬能。與集體行動相關的信息向來

是中國互聯網輿論審查的重中之重（King, Pan, & Roberts, 2013）。而習

近平在2016年2月19日召開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也顯示，

執政黨正在跨越新舊媒體之間的斷層，將對傳統媒體行之有效的管理

全面推向互聯網言論空間（王夢瑤、胡泳，2016）。隨著互聯網自由度

的收緊，新媒體的組織動員功能勢必不斷式微。2016年夏天，平靜多

時的烏坎又起波瀾，但無論是在傳統媒體還是在互聯網上，都很難找

到除官方通告以外的信息，這與2011年烏坎事件引發的輿論風暴形成

鮮明對比，中國媒介生態的變遷由此可見一斑。在這種情境下，各種

媒體技術平台的「抱團取暖」顯得尤為重要，明智的社會抗爭行動者更

應該重視媒體之間的合縱連橫，通過靈活務實的媒介策略來實現有效

的共識動員、行動動員和社會動員。

媒體審查不僅會影響到中國社會抗爭的媒介策略，事實上，也已

經影響到了本研究的數據採集。因個別年份新聞報道缺失所導致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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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斷層，使我們未能呈現一幅全面、精確的社會抗爭媒介化圖景。此

外，由於採集到的新聞報道數量較大（4,167篇），我們所做的內容分析

不夠細緻，未能透過字裏行間的細微之處把握媒體人的堅守。比如，

即便都是轉發官方通告或中央媒體通稿，仍然有些媒體通過自主編輯

手段（修改標題或導語、刪減內容、整合組稿）來傳遞一些弦外之音。

在新聞專業主義「大道不行」的背景下，未來的研究或許更應著眼於媒

體人的「本土化專業主義」話語實踐（Pan & Lu, 2003）來正確理解媒介

對社會抗爭的重構。本文的另一局限在於番禺和烏坎個案比較可能存

在樣本選擇偏見。廣東省獨特的媒介生態與地緣優勢，是否遠比行動

者主觀的媒介策略更能影響到社會抗爭的走向？這個問題，有待更多

元的比較研究來予以回答。 

註釋

1 2009–2014年期間中國徵地與環保群體事件：
徵地群體性事件 環保群體性事件

時間 發生地 時間 發生地，原因

2009年3月 重慶長壽 2009年7月 湖南武岡，鉛中毒

2010年1月 江蘇邳州 2009年8月 陝西鳳翔，鉛中毒

2010年1月 河南楊莊 2009年8月 福建泉州，污水

2010年1月 廣東佛山萬石村 2009年8月 湖南瀏陽，鎘中毒

2010年11月 安徽池州梅龍鎮 2009年9月 福建上杭，鉛中毒

2011年4月 雲南綏江水庫 2009年10月 廣東番禺，垃圾焚燒

2011年6月 湖北利川 2011年3月 江蘇南京，保護梧桐樹

2011年6月 浙江台州 2011年5月 內蒙古，煤礦污染

2011年9月 廣東烏坎 2011年8月 遼寧大連，PX

2013年7月 四川成都青龍鄉 2011年9月 浙江海寧，太陽能電廠

2013年4月 貴州印江 2011年12月 廣東汕頭，華能集團

2013年9月 廣西桂平市南木鎮 2012年7月 四川什邡，鉬銅項目

2014年9月 廣東汕頭蓮塘村 2012年7月 江蘇啟東，王子紙業排污

2014年10月 雲南晋寧縣晋城鎮 2012年10月 浙江寧波，PX

2014年11月 河北邯鄲臨漳縣 2013年5月 雲南昆明，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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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地群體性事件 環保群體性事件

時間 發生地 時間 發生地，原因

2014年11月 甘肅省定西市隴西縣 2013年5月 四川成都，PX

2014年11月 廣東揭陽普寧市 2013年7月 廣東江門，核電站

2014年12月 廣西桂平西山鎮 2014年2月 雲南貝哈，冶煉廠污染

總計：徵地事件18起，環保事件22起

2014年3月 廣東茂名，PX

2014年5月 浙江杭州，垃圾焚燒

2014年9月 廣東博羅，垃圾焚燒

2014年9月 河南獲嘉，化工廠污染

2 對於這兩起事件，我們已經分別完成了個案研究，具體的數據採集方法請
參見論文（周裕瓊、齊發鵬，2014；周裕瓊、蔣小艷，2014）。

3 番禺事件被《人民日報》、《南方周末》、《北京青年報》等多家媒體評為
2009年度事件；烏坎事件也被《人民日報》、《聯合早報》、《香港文匯報》、
《新世紀周刊》等多家海內外媒體評為2011年度事件。

4 成立於2002年的江外江論壇所屬社區是距規劃中的垃圾焚燒發電廠約2公
里的番禺麗江花園，該論壇是廣州人氣最旺的社區論壇之一。在2009年
底垃圾焚燒事發期間，註冊會員增至5.5萬多（該小區的常住人口為5萬左
右），不少會員來自周邊的其他小區。

5 除特別註明外，本文楷體字的引用均來自訪談資料。
6 引自艾曉明拍攝的紀錄片《烏坎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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